


































































































































































































































































































































































































































老 师 是 世 界 上 最 著 名 的 旅 游 人 类 学 家 Nelson H.
Graburn 教授，是他带领我进入这一领域的。
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这与其说是我的自觉
选择，倒不如说跟国家的遗产运动有关，这其中可能
有一些事情大家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国家在最近十
几年中骤然兴起了遗产运动。我作为文化部的早期专
家组成员，参与了几次重要的会议和讨论，同时我也
作为我们国家的专家组成员出席了联合国组织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会议。我觉得任何国家在综合国
力强大以后都会去推动文化战略，而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就自然构成了我们国家文化战略的一
个重要的有机部分，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参与到其
中。我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主要基于
几点理由：首先，遗产其实最早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对
象，它跟人类学是不脱钩的，比如联合国遗产专家里
就有大量的人类学家，毕竟遗产(heritage)与亲属关系
中的继嗣制度(heritance)关系密切，而亲属制度就是人
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其次，我在最近几年主编和撰
写了一批有关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其中
有一套文化遗产丛书，社会反响非常好，近期还主编
了一本《文化遗产学十讲》的大学教材。我觉得人类学
学者从事遗产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二者的研究
对象本身就存在交叉的地方。再者，遗产本身与自然
和旅游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旅
游，那个旅游目的地自然会拿一个东西做它的招牌，
这个招牌通常就是著名的遗产地，因此遗产常常成为
大众旅游用来招揽游客的资源、资本和消费品，各类
遗产和旅游实践有着紧密的结合，它们也就很自然地
被纳入我的研究视域。
至于说文化遗产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
关系，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我
们现在需要凸显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而相对不
要过分强化不同民族的政治认同，如果要提到不同民
族的政治认同的话，那么只存在一个规则就是国家认
同。我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因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
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每个民族在它的地区都过分强
调它的政治认同，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就一定会影响
到国家稳定，我们现在要保持不同文化遗产的多样
性，其实就是希望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使
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自豪，进而努力去
传承这种文化。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人，这个
大家庭就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基础的国家形
制，我通过文化遗产去凸显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
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认同，这就是我
有关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关系
的基本观点。
邹、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表征着国家与族群
的历史深度与文化传承，而且是衡量国家或地方软
实力的重要参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非遗
申报，但民族文化符号的发掘和激活远远不够，理论
研究严重滞后。您曾经倡导创立非物质文化体系的
中国范式，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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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其实我刚才谈了，我目前正在主持“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作为首席专
家，这一课题的理念贯穿在整个项目中，而这个课题
的观照前提是：目前我国有遗产无体系。所谓“有遗
产”，是指中国有几千年文明，是一个大民族，有着历
史悠久的、多元灿烂的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遗产、文
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都站在
世界前列。我们的非物质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入选名录世界第一，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加起来排第
三位。我们有很多的遗产可是没有自己独立和完整的
遗产体系，为什么没有体系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
遗产体系从概念到管理制度、措施乃至操作方法基本
上都是借用人家的。作为一个拥有历史深度和丰厚遗
产的文明大国，我们不可以没有自己的遗产体系，我
们需要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当代文化战略发展的中国
文化遗产体系的范式。一些遗产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
的遗产体系做得很好，美国的遗产体系、法国的遗产
体系、澳大利亚的遗产体系、日本遗产体系、韩国遗产
体系都很鲜明，中国也迫切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邹、张：中国文学人类学第六届年会的会议主题
是“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旨在重新认知
美国学者罗伯特·瑞特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
《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大、小传统”概念。与会
学者各抒已见，比如有学者提出应将书写文化诞生
之前的口传文学当做“大传统”，而书写文化只是“小
传统”，此观点是对罗伯特“大、小传统”概念的颠覆
性阐释，这种看法虽然独具匠心，但也未能达成高度
共识。您如何界定“大传统”与“小传统”？
彭：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直接从人类学借用的概
念，我认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
分开，大传统和小传统原本是用来讨论农民问题的，
《农民社会与文化》这本书是研究农民的，书中认为大
传统是所谓的精英社会传统，小传统则指农民社会和
草根传统。这个是作者当时研究农民的一个主要概
念，虽然瑞特菲尔德的研究也有变化，但核心还在。对
中国而言，对中国的文学而言，民间的东西、民俗的东
西和所谓的阳春白雪之间，倘若要套用这两个概念来
区隔的话，显然具备很多反思性的空间。任何文学都
很难把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切开来说，所谓这是阳春白
雪那是下里巴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性”、“限度性”的
表述，联系当下的情景，我们呼唤回归地方、回归民
俗、回归草根、回归非书写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更多
地属于小传统。叶舒宪老师提出书写文字以前的是大
传统，书写文化属于小传统，这种用历史时代来划分
小传统和大传统的方法，我个人不太赞同，但我赞赏
他的反思性实验工作，这对于当下的文学文化仍然具
有重要的反思价值。但我不同意这种断代式划分，毕
竟文字产生以后还是有非文字的东西。我认为，如果
非要使用这样的舶来概念，就需要对其做一个完整的
知识谱系的梳理工作，这样才便于我们提取其中可资
采纳的部分；而我们是否非得用一个西方的术语和概
念则需要做更细致的评估。
邹、张：据我们了解，您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
南地区的小民族，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您曾经在贵
州学习、工作多年，对贵州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感
情深厚；一是因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以东南亚
华人社群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特色。令人惊喜的
是，您最近在《广东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吐
鲁番维吾尔族为分析对象，讨论民族传统文化与旅
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这是否表明您准备将新疆少数
民族纳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视域？相比云南和内地
一些省份，新疆地区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尚未起步，这
与新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镇的地位很不相称，
您对新疆的旅游人类学发展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彭：我虽然一直在研究西南小民族，但是并不意
味着我对西北民族的不重视。大概在十年前，我就有
意识地关注西北地区，因为我觉得回族、蒙古族、维吾
尔族等大的民族分布主要在西北，而且某种意义上西
北是民族问题研究的“源”，所以作为一个对民族问题
关心的学者，虽然他的人生经历有限，不可能什么都
研究，但是他应该在脉络上有所把握和了解。从个人
的层面上说，我在十年前就开始把很多精力放在西
北，也有意识地招收了一批来自西北的学生。我很喜
欢西北，还在青海民族大学当了一年的昆仑学者。今
年暑期，我带领我的一个团队做国家重大课题，第一
个点就是西北，20 多人的团队去青海实地调研。新疆
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一直渴望来并为它做事情的地方，
其实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挂着一个项目，但还没
有开始做。我希望招收新疆的学生，培养一批学生回
到新疆这块土地做持续性的研究。这不仅包括旅游研
究、遗产研究，甚至可能包括国家综合安全研究、族群
认同问题、族群交流问题、跨领域生态问题，等等。我
希望有机会能够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实现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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